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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弹一星”中的学科建设问题初探 

刘昱东，曾华锋 

(国防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长沙 410073) 

摘  要: 本文通过比较中美两国武器装备研制模式的差异，在界定“研究”的广义和狭义概念之区

别的基础上，从学科体系的构建、科学研究的组织开展和教育体系的设置三方面，探讨了中国“两弹一

星”尖端技术装备研制中的学科建设问题，突出学科以任务为牵引、科研以学科为龙头、教育以培养人

才为核心目标的原则。认为，学科和任务是“工具”与“目标”的关系；科学研究则是如何使用“工具”的

方法问题；教育，是构建上手“工具”的手段和途径。文章最后，对“两弹一星”研制时期学科建设的优

势与局限性进行了总结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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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新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从 1949 年就开始起

步，但在最初几年，一方面为应对朝鲜战争，另

一方面为在经济领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

农业体系及常规兵器工业的建设，国家的科学研

究与国防科技发展并未走上全面协同的道路。

1955年初中央决定研制原子弹，1956年中国第一

个导弹研究部门——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从

此，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尖端国防科学技术逐

步发展，并由于其自身特色，在“大力协同”的指

导方针下，中国科学院、各大高校、工业部各研

究所、各地方科研机构的研究、教学和生产部门

联合起来，以“尖端”带动“常规”，以“军用”

拉动“民用”，构筑了中国独特的学科体系，形成

了独特的科学研究组织方式。这种学科体系作为

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工程制造的基础，深入到

生产、教学和科研的每个领域。对它的有效组织

与管理是保证“两弹一星”工程顺利实施和中国

科学技术事业集中力量迅速发展的重要条件。 

当时，在中国，一般意义上将武器装备，尤

其是尖端武器装备的发展历程分为研究、试制和

生产三阶段。这里所指的“研究”面向武器装备，

有明确的目的性，是为一个型号或一个具体的武

器装备体系开展的理论工作，试制阶段直接以该

研究阶段的结果为基础和参考，严格按该研究阶

段的成果执行。这是一种广义的“研究”。相比而

言，同时期的美国将武器装备的发展分为研究、

研制和生产三阶段（在此去掉了作为初始的“提出

需求”和作为末尾的“投入使用”这两个阶段），研

究阶段去除了目的性，自由度更大，不受特定的

目标限制，突出强调了“研究”的科学技术储备

功能，更贴近“研究”这一概念的本意，或可称

为狭义的“研究”。 

随着“两弹一星”工程的实施，在总结实践

经验的基础上，当时的管理者提出了“预先研究”

（预研）这一概念，作为武器装备发展的第一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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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这在思想上是向狭义“研究”靠拢的一种尝

试，初步具备了技术储备的观念。相应地，武器

装备发展的第二阶段被概括为“型号研制”。钱学

森在《论系统工程》中说：“在现代大规模科学技

术研制工作中，全过程分三个大阶段：第一阶段，

预先研究；第二阶段，型号研制，包括设计、试

制、试验和定型；第三阶段，正式生产。”[1]当时

的“预先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了其技术储

备功能，但大部分工作仍具有极强的目的性。在

“两弹一星”工程中，从学科体系的构建，到科

学研究的组织，再到教育体系的建立，都围绕着

这种“目的性”展开。 

1  以任务为牵引构建学科体系 

受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国际政治形势，尤

其是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限制，中国在“两弹一

星”研制中，遵循的是广义“研究”原则，即一

开始就规定研究的方向和内容，从任务需要出发，

建立学科体系。按照所起的作用，将该体系包含

的学科分为主干学科和辅助学科两类。 

1.1  主干学科 

在“以任务为牵引”的思想指导下，学科不

再以基础学科、应用学科或技术学科的方式分类，

而是根据国防科技发展的目标，定出主干和枝干，

分出核心与边缘。其中的主干学科，就是发展原

子弹、导弹、人造地球卫星等高尖端装备所需要

的核心学科，既包括某些传统的基础学科，也包

括应用学科甚至技术学科。在确定全国科学技术

发展方向的“十二年科学规划”中，国防研究项

目包括五大类领域——航空（航天）、电子科学（无

线电技术）、热核子应用、防化与军事医学、常规

武器改进。在它的 57 项重大任务以外，“最重要

的是确定了 6 项紧急措施，亦即原子能、导弹、

电子计算机、半导体、无线电电子学和自动化技

术”[2]40。以此为基础，结合“两弹一星”的研制

任务，我们认为，主干学科（或“核心学科”）包

括以下三门： 

1) 物理学。这一门类包括了理论物理、技术

物理和工程物理。物理学要解决的最主要问题是

原子弹的裂变原理、引爆聚变材料的爆轰原理以

及后来的聚变原理。理论提供实现的可能性，技

术提供实现的途径，工程则按照可能性和途径，

设计出具体可操作的实施方案。可以说，物理学

是原子弹、氢弹研制从基础理论到工程实现的一

根主线。 

2) 力学。按照钱学森的划分，力学并不属于

传统的基础科学，而从严格的学科分类意义上来

讲，它也不能和物理学并列，而是属于“技术科

学”。钱学森认为，技术科学的对象是工程，但“技

术科学是介于自然科学与工程之间的一门独立的

学科，也可以称之为桥梁⋯⋯技术科学不是工程，

它的主要任务是领导工业的发展，就是说，从战

略上讲，它应以新概念、新理论、新技术、新方

法来武装工业，带动工业前进，并促使它不断发

生质的飞跃”[2]36-37。但是，力学是发展航空航天

技术、研制导弹和火箭的基础，因此，它也是“两

弹一星”工程学科体系中的主干学科之一。它的

下属学科包括弹性力学、塑性力学、空气和流体

动力学和自动控制理论。 

3) 电子学。该学科主要服务于人造地球卫星

的相关研究。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根本目的，就

是满足通信和侦测的需要。电子学成为它的核心，

而发射人造地球卫星所依靠的力学理论和卫星制

造中所用到的一些物理学理论则退居次要的辅助

地位。在当时的情况下，它包括了半导体和无线

电电子学、电子计算机等几个主要门类。 

在以上的主干学科分类下，需要注意几个问

题。首先，“主干”和“辅助”既是相对的，也是

绝对的。相对性是指：如上所述，物理学和力学

在原子弹和导弹任务中属于主干学科，但在人造

地球卫星任务中，就属于辅助学科；电子学在人

造地球卫星任务中属于主干学科，但在导弹和原

子弹任务中，则成为辅助学科。绝对性是指：物

理学、力学和电子学分别是原子弹、导弹和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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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卫星任务的核心学科，而其他学科在这三大

任务中起的全是辅助作用，无论它们本身的应用

范围有多广，起的作用有多大，在传统的学科分

类中处于多么基础的地位。其次，按任务划分的

学科和基础学科分类有交叉。尽管在“任务带动

学科”的模式下，大多数人对这一点都能有清楚

的认识，但由于中国现在的学科设置仍然保留着

当时的一些影子，所以必须再次对此加以强调。

譬如，按研究对象分类，作为一个大门类的物理

学，本身就涵盖了力学和电子学，后两门学科是

前一门学科的分支，但是在任务“牵引性”和学科

“工具性”的情况下，它们取得了和物理学并列的

地位。 

1.2  辅助学科 

辅助学科涉及的门类广泛、数量庞大，其中

既包括基础学科（对其他学科来说，它们是“工

具”，广泛应用于其他学科之中，如数学），也包

括应用学科乃至技术和工程学科。仍按任务牵引

的原则划分，辅助学科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 影响思维方式和作为理论工具的学科。主

要包括数学和系统科学。它们是原子弹、导弹、

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管理、试验乃至生产、使

用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工具。数学在物理学、力学

和电子学中所起的计算工具的作用自不必说，它

在科研管理中也是必不可少的。从宏观上讲，中

央一级对“两弹一星”工程的目标管理以经验性

指导为主，很少进行量化和精确化。但微观上，

具体到某项子系统的研究进程（包括时间）、资源

分配、质量可靠性和试验可靠性计算，都用到了

应用数学理论，尤其是运筹学这一数学分支学科。

而微观上的管理成果，经过长时间的实践，上升

到宏观层面，最终影响了国家政府对“两弹一星”

工程管理的科学化进程。尤其是系统科学理论，

在科学统筹导弹、原子弹和卫星研制力量，整体

规划研制机构方面，起着决定成败的关键作用。

1962年中国第一枚自行研制的近程导弹发射失败

后，经过认真思考，钱学森依照系统科学理论，

成立了总体设计部，两年后，终于取得导弹发射

的圆满成功。也是在 1962年，通过广泛调研、讨

论，中央决策层提出了发展原子弹的“两年规划”，

同样经过系统的分析和计算，实现了两年之内成

功爆炸原子弹的计划。 

2) 应用于“两弹一星”辅助设备研究、设计、

制造的学科。这类学科范围最广、数量最多，如

化学、光学、材料学、机械工程学、地质学、矿

物学、地球物理学、大气物理学等。它们或者是

设计和制造原子弹、导弹、卫星所需的材料、仪

器等时必须涉及的学科，或者是分析和评估这些

仪器设备试验、运行环境时必须涉及的学科。前

者如铀矿的寻找、开采、铀 235 的提炼、临界燃

料的制造、引爆燃料的研制、液体和固体推进剂

的研制、卫星所用太阳能电池板的研制等，后者

如原子弹爆炸试验、导弹发射试验和卫星发射时

的气象监控、预报、卫星测控等。 

3) “两弹一星”研制附属或衍生领域的学科。

广义上说，这类学科没有范围外延，但由于领导

人员的关注点和经济、科技水平的限制，它们的

总量还是比较有限。譬如，对卫星在空间的运行

环境考察，将涉及天文学、宇宙射线、基本粒子、

高能物理等学科，对原子辐射、核武器毁伤进行

规律探讨和应对性研究的生物学、医学及其分支

学科。 

1.3  体系构建 

无论是主干学科，还是辅助学科，应用的广

泛性和领域的交叉性，是所有学科的特点。而且，

随着研制进程的推进和任务的变化，不同学科在

不同阶段的作用和相对重要性亦有变化。对“任

务”和“学科”的辩证关系，在高层领导中也经

历了一段从绝对到相对的认识历程。曾任中国科

学院副院长的张劲夫在《中国科学院与国防科学

技术》一文中说：“制定‘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

的基本原则是‘以任务为经，以学科为纬’（后来

大家称此为‘以任务带学科’），目的很明确。规

划内容包括国民经济建设中重大的、综合性的任



368   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 3 (4): 365-374 (2011) 

  

务和国防科技项目（如原子弹、导弹等），共计

57项。”[3]80“以任务带学科”的提法简单、明了，

然而容易产生一些误导，在实践中也不断显现出

一些问题。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负责全国

科学技术工作的聂荣臻后来指出：“只提这个口号

也有片面性的缺点。主要是，许多学科都有一些

理论研究和基本研究，不容易用‘任务’带动起

来，需要从‘学科’的角度进行安排，只提‘以

任务带学科’，这部分工作容易被忽视或否定⋯⋯

在今后，它仍然是应当采取的主要方法⋯⋯有些

工作也应该从学科出发⋯⋯今后应该使用‘科学

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理论联系实际’这些准

确的说法。至于‘以任务带学科’，作为一种方法，

应该按照上述解释，加以全面的说明，避免思想

上的误解和工作安排中的片面性。”[4]259因此，在

强调学科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防建设、理论

联系实际的意义上，我们才使用“以任务带学科”

的说法。在此基础上，学科体系的合理结构和功

能应该是：以任务需求建立纵向的“目标”单位，

在“时间”维度上实现其过程管理的功能；以传

统的学科分类建立横向的“工具”单位（或可称

“手段”单位），在“空间”维度上为“目标”的

实现提供一切可能的“工具”，“工具”按“目标”

来分类、制造和使用。 

在这样的体系下，主干学科就是完成“两弹

一星”任务的核心“工具”。辅助学科中的第一类，

属于通用“工具”，做任何一项任务都必不可少。

辅助学科中的第二类，分布范围广，参与主体也

多，是完成每一项具体任务的“工具”。辅助学科

中的第三类，一部分起保障作用，如天文学、宇

宙射线、大气物理、地球物理等；一部分是延伸

性工具，如生物学和医学。科学研究的组织，尤

其是教育体系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受这种学科

体系的影响。 

2  以学科为龙头开展科学研究 

科学研究是使用“工具”完成任务的过程，

具体的研究方法则是使用“工具”的“工艺”。学

科的工具性，决定了科学研究以学科为龙头，围

绕学科展开，建立研究机构，划分研究领域，实

现研究功能。因此，广义的“研究”统一了学科

的结构和功能，也将学科与任务紧密地结合起来，

相较于狭义的“研究”，在功利意义上，既减少了

学科发展的盲目性，又节省了科研资源，这是基

于中国特殊国情所做出的创举。这种研究模式，

降低了基础理论的纯粹性，相应地减轻了其“孤

立性”，可以使管理者较容易认识到理论研究对尖

端科技装备研制、生产的重要性，也就更容易促

进其“工艺”功能的实现。 

2.1  研究机构的设立 

与“两弹一星”相关的研究机构占据了当时

全国主要科研机构的绝大部分。聂荣臻指出：“我

国统一的科学研究工作系统，是由中国科学院、

高等院校、中央各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和地方研

究机构四个方面组成的。”[4]24 一般将科学院、高

等院校和产业部门并称为三股科研力量。中国科

学院（简称中科院）是全国科研工作的龙头，这

既是国家政府制定的政策，也是基于科学院人才

集中、科学水平较高、学科门类较全的现实基础。

现实基础与政策之间的不断互动保证了科学院的

领导地位。高等院校多隶属于教育部、中科院、

各产业部门或国防和军队部门，一般负责承担其

所属部门分配下来的研究项目。在制定“十二年

科学规划”时，政府政策也鼓励其根据自身情况

开展相应的研究，并可建立独立的研究所或研究

室。但总的来说，中科院和中央产业部门是“两

弹一星”研究的两大主力。中央各产业部门面向

应用，与中国科学院既有分工，也有合作和交叉。 

2.1.1  中国科学院 

1949年末，新中国政府在原北平研究院和中央研

究院的基础上成立了中科院。成立时，经过第一次调

整，原有的 24个研究机构整合为 22个，其中 18个

是自然科学类的。这些研究所中，大部分都直接或间

接参与了“两弹一星”工程。在此仅用表 1简单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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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部分参与“两弹一星”工程的中科院研究所（院） 
机构名称 成立年份 首任所长 结构与功能 备注 

近代物理研究所 1950 吴有训 原子弹、氢弹理论设计和研究 1953年 10月 6日更名为“物理研究所”，

1958年 6月 23日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

应用物理研究所 1950 严济慈 设有光谱学、应用光学、结晶学、磁

学、金属物理 5个研究室及光学仪器

厂 

其光学部分后来分立成为仪器馆，并建立

长春光学机械研究所 

电子学研究所 1952 顾德欢 电子设备和仪器研制，参与人造卫星

地面组 

60 年代中后期陈芳允率领的主要研究力

量归军事部门领导，专门参与人造地球卫

星工作 

力学研究所 1956 钱学森 弹性力学组、塑性力学组、空气和流

体动力学组、自动控制理论组 

中国科技大学成立后，钱学森兼任力学系

主任 

自动化研究所 1956 钱伟长 自动控制、数字信号处理、卫星控制

系统设计 

在导弹控制、卫星测控任务中发挥作用 

数学研究所（现数学

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1952 苏步青 纯粹数学与应用数学 在系统分析、运筹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对

“两弹一星”研制中的定量化管理和评估

有帮助 

计算技术研究所 1956 华罗庚 从事计算方法和计算机科学研究 为“两弹一星”研制中大量复杂计算提供

高性能计算机 

长春光学机械研究所 1952 王大珩 光学研究与光学仪器研制 1968年划归国防科委第十五研究院 

“651”设计院 

（卫星设计院） 

1965 赵九章 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设计研制 1968年划归国防科委第五研究院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1949 屈伯川 液体和固体推进剂研制 1949 年底中国科学院成立时直接将该所

收于麾下 

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1950 庄长恭 离子交换树脂、氟油的研制和 

小规模生产 

配合协助制备原子弹燃料的离子扩散膜

的研制 

资料来源：文献[3,5-9]。 

 

2.1.2  产业部门 

直接负责“两弹”研制的是国防部所属的第

五研究院、国务院所属的第二机械工业部（简称

二机部，以此类推。1956年初建时为三机部，两

年后一、二机部合并为一机部，三机部遂改为二

机部）和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基础上成立的第七

机械工业部。二机部主要进行原子弹、氢弹的研

制，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和七机部负责导弹研制。

它们的职能与中科院的最大不同在于，不仅从事

研究、试验和试制工作，还负责生产。二机部和

七机部都有下属工厂，在“厂所结合”的指导方

针下，进行导弹、原子弹主件和配件的生产、组

装。人造卫星与运载火箭的研制，是在集合原中

科院部分研究力量和七机部所属八院（上海机电

设计院，原属中科院）的基础上，由 1968年成立

的国防科委第五研究院（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最终完成的。 

除此之外，1963 年成立的四机部（负责无线

电工业），在导弹制导设备、卫星测控领域协助二

机部和七机部完成了大量的研究和试制任务。原

负责民用领域的一机部率先建成一座小型重水生

产车间，生产出首批重水，满足了氘化锂-6 生产

线的需要。 

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资源分布情况和国

家需要，全国许多省、市、自治区都建有自己的

研究机构和部门。但地方科研机构力量分散、缺

乏人才，不宜从事重大尖端技术研究。因此，聂

荣臻在 1961年《关于调整地方科学技术机构的请

示报告》中建议：“地方的科学研究工作，主要是

为本地区的经济建设服务，各省、市、自治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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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机构的设置，必须从本地的实际条件和需要出

发，目前不考虑形成各省、市、自治区科学技术

体系的问题。”[10]791 

2.2  研究领域的分工 

作为“两弹一星”的研制主力，按分工，中

科院主攻理论，各产业部门主要负责试制和生产。

但事实上，理论研究、型号研制在中科院和产业

部门往往是同时进行、相互交叉的，这也是为我

们所熟知的“两条腿走路”模式。这种模式为理

论联系实际创造了绝好的环境，也成为理论联系

实际的成功典范。中科院与产业部门的结合、交

叉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中科院下属的许多研究所都建有实验基

地或小型试制工厂。如隶属原子能研究所、原为

扩散工厂培训技术人员的“615”基地，负责铀同

位素分离的研究试验。试验成功后，于 1962年开

始建设中间工厂。中间工厂相当于扩大了的试验

室和缩小了的扩散厂，为将试验过程放大、最终

大批量分离铀同位素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此基

础上，1964年组建的铀同位素分离研究所正式归

属二机部，负责大型扩散机研制。导弹研究领域，

“中国决定搞导弹是两条腿：一个是五院（国防

部五院），这是主管部门，专门干这事，国家大力

支持；一个是中科院，也搞研究，搞探索工作，

也有实验基地”[9]36。在航天领域，中科院早在中

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成立之前就研制出多种型号和

系列的探空火箭，并完成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

卫星本体的研制。 

2) 由于中国采取的是广义的“研究”路径，

中科院的研究工作，尤其是与“两弹一星”相关

的研究工作，都来自于行政部门或工业部门直接

提出的需求。这从“近代物理研究所”最终更名

为“原子能研究所”即可看出。“两弹一星”功勋

科学家之一的于敏，甚至为适应国家需要，由自

己感兴趣并擅长的理论物理领域转到轻核理论的

研究。可以说，若按聂荣臻提出的预先研究、型

号研制、批量生产的“三步棋”来衡量，中科院

完成了其中一半的工作——预先研究和部分甚至

全部型号研制。 

3) 在隶属关系上，中科院下属的一些研究机

构，尤其是与“两弹一星”密切相关的研究机构，

大多采用“双重领导”模式，即由中科院和相应

的机械工业部或研究院乃至地方政府联合共管，

如：原子能研究所为中科院与二机部双重领导，

所长钱三强兼任二机部副部长；国防部第五研究

院院长钱学森兼任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1958

年首次开始人造卫星研制时，“中国科学院成立了

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为副组长的领

导小组，并建立了 1001卫星和运载火箭总体设计

院，1002 控制系统设计院和 1003 卫星有效载荷

设计院等 3 个设计院。为了利用上海相对较强的

工业基础和科技力量，经中国科学院领导与上海

市委商量，将 1001设计院从北京迁到上海，更名

为上海机电设计院，以中国科学院为主，实行中

科院和上海市委共同领导”[9]174。这种独特的管理

模式保证了科研与制造和生产之间的信息畅通、

协作密切和行动高效。应用领域的需求可以直接

反馈到研究部门，研究部门的预研成果亦可迅速

用于试制和生产实践。 

这种模式的建立和实施是中国的一个创举，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不可避免的必要性和

必然性： 

1) 中国当时的科学技术和工业技术水平不

允许我们像科学技术体系已相对完备的美国那

样，专门留出从事“预先研究”的力量，或者

放手让一批院校、研究部门任意地从事自身擅

长或感兴趣的研究工作。根据 1950 年对全国自

然科学研究机构及专家情况的调查，当年“全

国科研机构 190 个，其中工程技术方面 32 个、

农业方面 112 个、地质调查机构 17 个、医药卫

生 11 个，其他 18 个；全国有相当成就的自然科

学家为 865 人，其中 174 人尚在国外”[7]86。在

美国，可以说“实际上新东西不是根据需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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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而是根据可能性产生的”[11]。在当时的中

国，不得不说新东西确实是根据需要和可能性

产生的。否则，我们不可能用远小于美国的投

资和远少于美国的实验次数完成“两弹一星”

的研制。学科面向任务，研究围绕学科，这必

然意味着学科的“工具”属性，也就意味着研

究的“工艺”属性。  

2) 在“两弹一星”研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大

科学家、科研管理者多是从事理论研究的。即使

钱学森这样横跨理论、实践与管理等多领域的科

学大师，在美国从事的也都是理论工作，很少实

际进行导弹的试制、发射试验和生产制造。钱三

强、王淦昌、彭桓武、邓稼先、周光召、于敏、

朱光亚等一批科学家，也都是依靠扎实的理论研

究成果而闻名世界的。当这样的科学家们被授予

具有工程实践性、目的性的科研任务时，不得不

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取得一种合理有效的平衡。

1962年中国第一枚自行研制的导弹发射失败，缺

少实际研制的经验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

此，研究必须依靠学科，而服务于任务。 

2.3  研究功能的实现 

科学研究是联系学科与任务的纽带，它的功

能，就是通过这种联结作用实现的。“两弹一星”

工程的科学研究体系是由任务（经线）和学科（纬

线）织成的一张网，每一个节点就是一个研究项

目。或者参考工程项目的典型组织形式，比较树

型组织、矩阵型组织和网络型组织这三种方式，

可知它最接近于矩阵型组织——“按职能原则和

对象（项目或产品）原则结合起来使用并形成一

个矩阵结构”[12]。这种结合学科、任务与研究的

功能性矩阵可用表 2举例描述。 

表 2  “两弹一星”工程任务与学科项目列举表 

学 科 导弹 核弹 人造地球卫星 

数学与系统科学 总体设计部的建立 统筹方法、质量和可靠性计算 系统工程管理方法 

物理学 大气物理、气象和导弹飞行环境 裂变和聚变理论研究 高空物理、宇宙射线 

化学 固体和液体推进剂研制 铀同位素分离、重水 运载火箭的动力、卫星能量来源研究

力学 导弹原理研究、弹道计算 爆轰理论研究 卫星姿态调整、轨道设计研究 

电子学 制导系统研究 点火控制装置研制 测控系统研究 

资料来源：文献[3,8-9,13-14]。 

 

3  以人才培养为核心的教育体系 

中国教育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是高等院校。

除依靠其人才资源和科研力量从事一些基础或应

用性科研项目外，高等院校的最主要功能是培养

人才。许多高校所属的研究所、校办工厂的设立

实际上就是为了给学生提供学习和实习的场所。

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学习、研究相结合的模式，

相当程度上满足了“两弹一星”工程多出人才、快

出人才的要求。 

3.1  高等院校设置 

“两弹一星”工程实施期间，中国的高等院校、

中等技术学校等教育和培训单位的专门化程度，

较之中国有现代高等教育以来的其他任何历史时

期都更为明显。该时期的高等院校以工科为主，

尤其是 1958年全国高校大改革以后，其专门化程

度更高。综合分析隶属关系、专业设置、人才培

养领域和目标，高等院校可分为三类： 

1) 军队科研部门、产业部门或教育部共管的

专业性工程院校，其应用性和专业针对性较强，

如军事工程学院（现国防科技大学）、北京工业学

院（现北京理工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北京航空

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航空学院（现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成都电讯

工程学院（现电子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

京交通大学、中南矿冶学院（现中南大学）、东北

工学院（现东北大学）等。这些院校一般集中力

量于尖端技术的某一个或几个方向，如导弹、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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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造船、无线电。 

2) 隶属于教育部、各部委或地方政府的综合

性院校（含综合性工科院校）和工业院校，如北

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这

些院校设置的专业或者偏向于理论和基础学科，

或者涵盖了较广的工程学科和专业。 

3) 隶属于中科院、以尖端和稀缺学科专业为

特色的院校，即 1958年成立的中国科技大学。建

立中国科技大学的初衷，是要充分利用中科院的

理论研究力量，充实高尖端科学人才队伍。它集

中了一批国内一流科学家，是当时中国高等院校

中独一无二、自成一类的教育模式。 

3.2  学科专业设置 

高等院校作为研究机构的作用与其教学功能

不可分割。根据 1951年全国范围内的高等院校统

计，综合性院校有 47所，工业院校有 36所。1953

年院校调整后，综合性院校为 14所，工业院校为

38所。[15]965 

这些高等院校，尤其是工业院校的专业设置

无不围绕着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技术学科设

置。一般工业院校的专业设置以服务于确定任务

为特色，集中在“专”；综合性院校以其理论性

和综合性为特色，集中在“全”；中国科技大学

则以其高尖端性为特色，集中在“高”。参与“两

弹一星”工程的主要院校及其典型学科专业如表 3

所示。 

3.3  人才培养方式 

服务于任务的人才培养方式，同样受理论联

系实际原则的指导。这一原则具体到人才培养方

面，要求学生既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又具有较

强的动手和实践能力，要求他们在走出校门以后，

就能上手参加实际工作。这样就必然对高等教育

的学制提出要求，学生的在校学习时间相对较长。

当时中国大多数高等院校的学制都是五年或六 

 

表 3  参与“两弹一星”工程的部分高等院校及其专业设置情况 

高等院校 学科门类 备注 

北京大学 技术物理、放射化学、数学力学、电子技术、光学、精密仪器 综合性院校 

清华大学 工程物理、放射化学、数学力学、电子技术、光学、精密仪器 综合性工科院校 

浙江大学 核物理理论、精密仪器仪表 综合性工科院校 

军事工程学院 

（现国防科技大学） 

导弹、核物理相关专业 军工院校，定位于培养工程师 

北京航空学院 

（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导弹、火箭 属一机部 

南京航空学院 

（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航空、火箭 属一机部 

北京工业学院 

（现北京理工大学） 

导弹、火箭 属一机部 

哈尔滨工业大学 导弹、火箭 属一机部 

西北工业大学 航空、火箭 属一机部 

复旦大学 放射化学、数学力学、电子技术、光学、精密仪器、核物理 综合性院校 

中南矿冶学院 

（现中南大学） 

矿冶 由武汉大学矿冶工程系、湖南大

学矿冶系、广西大学矿冶系、南

昌大学采矿系合并而成 

中国科技大学 核子物理、放射性化学、超音速空气动力学、超高频技术、地球

化学、高空大气物理、射线、生物、半导体等 

1958 年建立，定位于培养高尖

端科学人才，直属中科院 

兰州大学 放射化学、数学力学、电子技术、光学、精密仪器、核物理 属教育部 

成都电讯工程学院 

（现电子科技大学） 

火箭 属一机部 

资料来源：文献[10,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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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方面是因为有一到两年的实习时间；另一

方面，就是有较长的基础课程学习时间。钱学森

非常强调工科学生的理论基础。他本人的数理基

础就相当扎实，在加州理工学院给研究生讲课

时，他出的卷子，很少有人能考及格。他本人的

成功经验告诉我们，扎实的基础理论对工科学

生，尤其是将要走上科研岗位的人有多重要。这

期间毕业的大学生，多分配到“两弹一星”研制

和生产的第一线，及时补充了新中国之初中国尖

端科技人才的缺口（根据“十二年科技规划”的

初步计算，该规划实施期间“共需要大学毕业以

上的各类研究人员近十八万人，其中搞新技术研

究的约需五万人”[17]）。这些当时的大学毕业生中

有很多后来成为新一代科学家、国防科研战线上

的领军人物。 

总体来说，长学制、打基础、重实践是中国

当时人才培养方式的三大特点。 

4  结  语 

中国“两弹一星”工程中的学科建设采用的

是任务与学科纵横结合、以任务为目标、以学科

为工具、“分隔式”与“型号式”管理①相结合的

模式。这种模式的形成有其历史必然性，受到当

时经济水平、科技水平、政治因素、文化因素等

多方面影响。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科技和军事

已有了长足进步的今天，一方面我们要注意吸取

这种管理模式的优点，尤其是在应用性较强的领

域（如国防科技领域）；另一方面，也要注意这一

方法的实用性和适用范围。当时，整个国家的科

学技术体系是围绕尖端科技，尤其是以“两弹一

星”为代表的尖端科技而建立和发展的，当时的

科技领导者在相关文献中曾多次强调“坚决杜绝

‘为科学而科学’的思想”：“有人说：‘科学研究

决不允许有丝毫的功利考虑。’他忘记了现在世界

上的一切科学发明，都是直接地联系着社会需要

的，都是离不开功利考虑的。在今天的世界，问

题的差别，只在于是资本家的功利还是人民的功

利。不是这个，便是那个，另外的情况是没有的。

为科学而科学的口号是不正确的。每一个科学家

都应该明确自己的态度，明确为哪一阶级服务，

为哪一种性质的生产服务，为哪一种社会贡献自

己的成就。”[18]今天我们要对这种特殊历史条件下

的指导思想和政策进行重新的审视和理解。在信

息日益发达、社会决策体系日趋复杂的情况下，

多种组织管理模式、人才激励方式、资源获取手

段的结合以及社会决策机制的多元化使得“技术

专家或政治领导人再也不能拥有做出决定的绝对

权力，整个社会必须参与到决策中来”[19]。任何

方法或模式都不可能适用于所有地点或时间，它

们必然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改进、修正，更高一

层的对管理方法的反思也要随之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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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n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in the Project of “Two Bombs, One Satellite” 

Liu Yudong, Zeng Huafeng 

(College of Humanity and social Scienc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73) 

Abstract: By comparing Sino-US differences in weapons developing models, and based on defining the 

distinction of broad and narrow conception of “research”, this paper studies the situation of disciplinary construc-

tion of “Two Bombs and one satellite” from three aspects: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iplinary system, the organization 

of research and the setting of education system; and highlights the principles of assignments driving subjects, sub-

jects leading research and training personnel as the core of education. It believe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jects and assignments is like “tools” and “targets”; research is studying how to apply “tools”; and education is 

the measure of constructing suitable “tools”. Finally, this paper summarizes and rethinks the strengths and limita-

tions of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of “Two bombs and One satellite”. 

Key words: Two bombs and One satellite; research;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assignment 


